
明清以来，宗族编纂族谱，形成不断续修的特点。至清代，相当多的宗族数度修谱，甚至三四十年

书写一次，周期不可谓不短，密度不可谓不大，其动机常常是解决房支之间的利害之争。为了使得族

人取得续谱的共识，族谱多是在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撰修。大族一次修谱，开支数百两银

子，甚至上千两、数千两，诚非易事；谱书的编写原则和方法也逐步完善。清人追逐修谱续谱，是受着

一种理想的支配，即达到尊祖敬宗的目的，其宗旨是为联系日趋疏远的族人，影响有二。一为修谱是

宗族建设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它有助于稳固宗族群体，帮助族人取得强有力的宗族保护。二为形成

族史。作为传承宗族文化的一种载体，族谱有“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教化效用，强调宗族作为社会

组织的功能。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一些家族谱牒散失。像锦黄家族原来有纪系

志传，“人事几云盛矣”①。在历经动荡和复界之后，“厥后遭屠寨而谱毁伤，两遭清野而谱荡如，所有传

阅仅存第私房续增旧本，缺略不全者耳”②，重修族谱便成为当地宗族的一大要事。本文即以闽南沿海

数个家族族谱编修历程为主要讨论内容，对此问题再做审视。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会馆文化研究”（23BZS072）阶段性成果。
①〔清〕黄江：《序》，《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3页。
②〔清〕黄江：《序》，《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4页。

明末至清代闽南沿海社会变迁
与族谱的再造

王日根

摘 要：明末清初，闽南地区因社会变迁，导致正史对当地记载缺失，成为族谱再造的重要

契机。族谱中对血缘纯粹性的态度、对家族先世的追寻、对族人事迹的呈现都可能是书写的对

象。因此，家族谱牒越撰越多，联谱、支谱也纷纷出现。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族谱若能得到族

外和族内的普遍认可，便取得存世传承的资格，也能作为族内教化、励志乃至增强自豪感的重

要资源，对引导族人乃至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稳定社会秩序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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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湮灭历史的重新书写

剧烈的社会变迁如迁界等，会使原本安稳祥和的生活状态发生彻底性的改变。迁界之后族谱再修

既是试图复原历史的一种努力，也常常意味着对湮灭历史的重新书写。明清交替之际，闽南与粤东等地

在郑氏与清王朝间几经易手，《清实录》乃至清初地方志对该段历史也记载阙如。此时，以记载家族兴衰

为指针的族谱显示出补齐正史之缺的作用。

第一，族谱可以对家族源流脉络予以系统梳理，用以强调自身身份特征。锦里黄氏是闽南重要宗族之

一，《锦黄家谱》开篇中说：“吾乡滨大海，鲸鲵出没，前此不具论。有明一代厄于倭，复厄于郑氏，非特谱也，

千室之乡，不旋踵而化为荆榛，吾锦里犹不免焉。”①它记载了战祸对滨海居民带来的困厄。族谱的保存成

为锦里黄氏维系家族历史的重要途径。该族从中州固始来到闽漳，经龙溪篁坑，再到屠龙坂，即锦里。往

前追溯，家族中不乏担任仆射这样官职的重臣，或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族谱记载：“十世祖箴迁鳌岛渡，薛

迁屠龙坂，振安迁枫塘，靖菴在祈门时，虑吾土安危靡定，孔祖宗罹祸，谱牒失传，复修后来事实，翊藏苏谱，

广备不虞，以迄于一十一世矣。······若吾祖靖菴，可谓爱族切，卫族周矣，故前辈每怀苏之谱牒，宗族叵

测，存亡年年怏怏，选的丙午春，苏十五世叔祖綗庵痛身后之无嗣，悯世德之不彰，故謄桂台京师所会，并靖

庵祈门所续二本，复求继世刻欐，记以附于后。”作为家族的教科书，家族成员传诵族谱，“追远先志”，始祖

亦会“阴护有灵”。②反之，倘若“子姓视谱牒为尘纸，族属为路人”，不知“水源木本，子覃孙绵”，便无法体会

“祖宗德泽”并凝聚起手足之情，只有知所自出，才能亲所当亲，形成有向心力的社会组织。

清朝初载，黄氏因“两值清野，堂室俱烬，康熙庚申展界，人故故土，而凋零憔悴，营建未遑，祭日未扫

地结棚，苟简行礼而已。而下房宗祠早已更新，本房人不胜整陋殊观之感。康熙癸酉岁裔孙万镒启聪国

佐文伯等倡议，鸠费庀材，重新今庙，并前屋三间，惟门楼未建，其余体式咸依旧规，庙成并祀一世二世，以

五材公元眉公从祀，每冬至与下房轮流当祭如轮，至下房当祭之年，先一日奉一世二世五材公元眉公，设

位于下房宗祠中，次日祭毕，仍奉主归著存堂，义尽仁至，累世遵行，邻乡望族佥谓吾上下房雍雍济济，其

炽昌将未有艾也。”③康熙时期，由于迁界的缘故，族人远离故土，暂居地屋舍凋敝。时下房搭建家庙，亲属

在此祭祀先祖。随后，黄氏两支商议家族中的礼仪活动设于下房，而将牌主存于上房，体现和睦之景。至

乾隆年间上房（著存堂）和下房（积庆堂）出现纠纷，下房在复界后的居住地重建积庆堂，试图取代著存堂

以树立权威地位，遭到上房一支的直接反对。著存堂主持重修族谱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

第二，在保留历史记忆、凝聚人心之外，族谱内容还有申明家族田产多寡的作用。它不仅弥补官府

档案方面的缺失，还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用以伸张应有权益。清朝官方规定：“凡地方乡绅私置

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制律论处。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照例准其纳赎。······该地方官不预行严

禁，及被害之人告理而不即为查究者，照徇庇例议处。至有奸玩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

①《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序言第7页。
②《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1《祀典》，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6页。
③《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1《祀典》，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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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黄氏在平和本有一些田产，属于军屯田产。因为地处僻远，收租之人未能尽

责，容易导致拖欠成风，“每业主到田取租，辄共顽赖，众佃约谋，只纳几分，而供饭互推，坐卧滥恶以苦

之，业主即不愿收，不能忍其苦也”。为此，雍正九年（1731）族人赴平和县控告本县簿书。几经交涉后于

次年九月派黄德延再赴平和县，承蒙县主彭公察核情实，袭擒首恶。此后，“十一月廿六日，德延叔使江

求县主遣典史追捕，于是彭公饬典史李并原签差仝本处约练保长人等一齐到田，设计擒获，逐户追取租

谷认字，于是众佃计穷，廿八日，江与典史李住新桥众佃乃相率叩头，清完租谷，仍各写认租字一纸，于是

我屯租额乃有凭矣。”有鉴于上述情况，“今汇齐装定，惟后人善藏之耳。夫有认字以为租额根底，又有历

年账簿以记完欠，永久勿失，此业庶不亏灭矣。”②

上述记载显示业主如何处置拥有的跨县境产业，这在闽南乃至更广大地区都具有普遍意义。③因

地隔遥远，往往收租无法兑现。族人黄德延出面与平和的彭县主交涉，惩治了首恶，但是租用之人凭借

当地的地利，纠合同党，让县主的裁断流为具文。最终，在黄德延的努力下，让欠款者承认其租额，并经

由彭县主盖印认可，使其在邻县拥有的地权得到确认。

复杂变动的社会形势一方面让屯帖各认佃字及历年租簿不能谨藏，以致失落；另一方面，收租人不

择有才干者而轮房滥充，也让租谷难以兑现。这些都需要宗族切实完善每一个细节，征得官府的认可，

否则每个环节都可能引起纠葛。

为此，族谱详细列出屯田坐址亩数。在雍正十年（1732），锦里黄氏认佃佃户名与所承担的租谷，包

括丰埔田（李貌耕田一石，卢远耕田陆斗，杨抹耕田肆斗叁升叁合，杨穆耕田肆斗叁升叁合，苏用耕田肆

斗叁升叁合，卢皇保耕田壹斗，卢揖耕田贰斗贰升，黄茅耕田肆斗，吴侯耕田叁斗肆升，杨层耕田壹斗伍

升，总数为肆石壹斗零玖合，较原额肆石叁斗肆升有所减少）、长芦口田（蔡梧耕田壹石，蔡安耕田贰斗，

蔡穆耕田伍斗，蔡葱耕田三斗，共贰石）和小坪枫树湖田（卢应、卢日共耕壹石）。雍正十年的租谷较之前

有所减少，旨在缓和主佃关系，减轻此前佃户负担过重的状况，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而田主通过修撰

族谱，呈现租谷减少的状况，维护家族的利益。

一般而言，军屯每三十亩为一屯，每屯纳本色米六石，每石亦可折合银两为一两半。黄氏所占屯田

实际上有“肆拾捌亩陆厘玖毫伍丝，万历十三年清丈时显示为三十亩零柒厘柒毫，之前纳金门所本色陆

石，多余拾捌亩贴纳高浦所祖屯共柒石余”的记载。《锦黄家谱》还提及“除纳平和县本色米陆石，或折银，

又纳屯丁伍钱捌分捌厘官并杂费等项外，存银作上下二房均分，本房每年公催二人，同下房二人收租，定

议工资银二两”。④黄氏在族谱里详细记载田产亩数、佃户佃种情况，将自己的地权确定下来。相关文

字记录以确凿证据的形式存在，维护着黄氏家族的后续利益。

① 马建石、杨育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 27《刑律·威力制缚人第三条例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
第833页。

②《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1《祀典》，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25页。
③ 沿海地区致富的商人将土地产业置办在内地，财富的象征，但是收取地租的过程可能会遭遇到各种阻力，需要他

们想方设法，避免产业处于无收益的状态。拖欠地租之人，被称为也有类似情况，所谓“奸顽佃户”。雍正五年
（1727）甚至立法，田主可依此向欠租的佃户追租，即“控追”。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并非一般的抗租行为都会被
认定为“奸顽佃户”，所以田主往往要自己想办法消除欠租的可能性。

④《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1《祀典》，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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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过战火的袭扰，族谱编纂常常还有团结散落各地亲属的功效。厦门陇西城光裕堂《李氏家

谱》记述，当三藩之乱时，漳、泉、惠、潮、汀、邵、兴化等七府遭到袭取，导致李氏家族成员散落四方。族人

编撰族谱的目的在于“以尊主敬宗为主，以合尊合敬为心，或详或略，靡敢持私。后之子孙果能视斯谱而

笃世德之谊，兴水木之思，慎俭以守其身，敦睦以处乎众，毋使祖宗一人之身而有阖门自市，手足相残之

事，则可以慰先人于地下，而睦后嗣于奕禩矣”①。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李氏族人有些去了包括望加锡、

暹罗在内的南洋等地。这些移居海外之人续修家谱的愿望更加强烈。前引《锦黄家谱》中也多有移居吕

宋等地者，他们在散枝开叶的过程中各自续修家谱，有的甚至是用外文续修家谱。②

云霄方氏在清初修族谱时，编修者对于亲属散落各处就十分痛心。《续修族谱序》中写有：“早年幼

孤，随母出嫁及长而茫然不知；或遭兵火，掠夺外方甫离而各不返，俱当详记，以待追寻，或某房人，以何

年何事挈几子几孙移居何县何乡，即名下注明，某房人以何年补粮授职，随征某省，移住某处，有子孙几

个，俱加注入。使后之房亲，本族能出仕远游者，到处可按址询考，千里聚会……按谱而认识之。”③当时

局稳定后，方氏族人中的修谱者遍寻“族众散处村落不下二十余处，近者数里，远者数十里，不惮跋涉辛

勤，阅半载余而谱成”④。散落各处的亲属，因族谱中的记载而能够重新团聚。

福建各家族普遍认为三十年一修族谱，可以确保家族世系、事迹不至泯灭，但实际上族谱的编纂多有

迁延。《文川李氏族谱·序言》中就说：“原议三十年一修，为时已远，今已过四十余年之久，若不亟为续修，

恐岁复一岁，将先人生卒坟墓必致湮没无征，后有作者即欲续而无由续，是举前人数百年之苦心，竟尽堕

于此日之颓怠矣。我祖宗在天之灵，能无恫乎？于是在祠经理裔孙……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⑤李氏

族人面对族谱编修拖沓的情况，深感痛心疾首，强调若无人续写，祖先事迹恐湮灭不见。故而急召亲属，

着手相关工作。

至于修谱的具体过程，多有赖于获得功名的族人。他们本身就有一种报效宗族的责任心，并通过倡

捐，力求使族谱得以流传，使“我族众仁孝为怀，父勖其子，兄勉其弟，踊跃而破悭吝，明大义以襄盛举，岂

特芳名勒之谱端，垂于后世，而敬尊爱亲之道，胥在是矣”⑥。

修谱之前，许多家族均是在热心分子的倡导下，经族长、房长协商议定，先成立“谱局”“修谱董事

会”。在确定谱牒体例、捐款办法等具体事项之后，与乡贤名望沟通联系，请予支持，广大家族声誉。如

泉州庄氏修谱遵循《谱例》，“族谱序，图于前，凡例于后，别为外集及诰敕、志铭、行述并列例。一续宗传，

附祭版、祭期、祭仪。二建祠堂，传扩地倡义财用，三续缙绅传，传其行述志铭，四训行义传，训词孝弟、和

睦、敦亲、安分、勤业，五训起家传，戒酒色赌斗，六续贤妇传，有仁义孝慈四德者为立传。”⑦又如重修《温

① 厦门陇西城光裕堂《李氏家谱》不分卷，铅印本，1944年，第8页。
② 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石美乡《黄篁源世系图》以树形状记录分支手绘图，系黄宗泰分支。虽仅为一张图，分布情

况却甚为清晰丰富。
③〔清〕方昇：《续修族谱序》，见《云阳方氏谱牒》编纂组：云霄《云阳方氏谱牒》第一章，排印本，1992年，第30页。
④〔清〕方而獬：《续修族谱序》，见《云阳方氏谱牒》编纂组：云霄《云阳方氏谱牒》第一章，排印本，1992年，第26页。
⑤《文川城南李氏四刻族谱序》，民国《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之首，见李明华主编：《连城方川李氏景隆公房八修族

谱》，排印本，2006年，第13页。
⑥《公启》，民国《蓬岛郭氏家谱》卷之上，见陈支平主编：《闽台族谱汇刊》第 3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8页。
⑦ 漳州市氏族渊源研究会、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氏族源流》，《庄氏源流》，排印本，1991年，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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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刘氏族谱》时，族人进士刘鳞长倡捐，他在《募捐疏引》中说：

是吾祖父谋之数十年而弗克就者，余何幸当吾身而克睹其成也。是祖若宗之神灵实式凭之，而诸

叔兄弟侄之心力实共襄之者也。不肖长藉有荣施弁言之役，敢不唯唯。……余叨宦，亦刻意承先志稍

置义学、义坟、义海事，少试其端，而以任内偃蹇萧索状，亦多中格。……此意正倦倦未敢自懈也。惟

我宗中叔兄弟侄连翩鹊起，继武穆文清公张而大之，余小子藉光多矣。敬捐微资，弁首为倡。①

刘鳞长强调编修族谱是先辈的心愿，直至当下承蒙族人关照方才实施。自己宦游为官在外，难以时常照

顾乡里，故而兴办慈善之事，带头捐资兴业，倡议其他亲属效仿，促成新家谱早日刊行。

此外，泉州吴氏家族找到名人蔡清为族谱作序，“吾泉南之吴氏，自始祖之十五府君肇基于黄龙江

南，历今八世……其子孙盖五百人矣。且夫此五百人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先时其五世孙有曰继祖

者肇为之谱，至六世信宜教谕继修之……从弟睿……悉采而录之……大抵皆实录也。于戏！……吴氏

之后人及得观吾文者，其于亲亲之情亦皆有所不能自已焉耳！”②借社会贤达转述家族历史，既体现其在

当地的声望，也有助于延续家族血脉、规范家族发展和实现家族繁荣。

二、对先辈伟业的不竭张扬

由《黄氏家谱》可见，关于湮灭历史的重新书写更多是对家族史的追记，而对先辈伟业的不竭张扬倾

向于个人事迹的阐述。黄氏家族有多人获得功名，任官于外，家族女性亦多被封赠。他们的生平经历以

及享有威望声名之人的故事，成为家族永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相仿地，其他名望大族也有类似记载。

记载在黄氏族谱中的家族成员墓志铭是阐明家族地位显赫的重要资源，家风醇厚、重节守义会得到世

人的普遍认同。如黄元勋，世居同安锦宅乡，从始迁祖黄重健下传十二世到良穆，再到万商，再传下来分为

两支，这时“闽海扰乱”③。第十四世的黄元勋，被父母背负着逃亡台湾，母亲丧于台湾西港仔，康熙丁卯年

（1687），海内清泰之际，元勋随父亲内徙故乡。这时先业萧索，但他勤俭持家，重兴家业，获得官方封赠。

第十五世黄民光据记载，他“惟以厚德得人，其在海外也，本乡人已至番人尽信爱公，盖至晚岁，家居凡大舶

白镪盈载来贩厦，不见公面，莫为所交付者。其素行孚及蛮貊。”④依靠海外贸易发展壮大，黄氏在乡亲中树

立起很好的名声。第十六世黄锡时在父亲去世后，因为家贫，舌耕养母不给，于是往东宁（台湾）营生，却遇

上朱一贵之变，诸商皆赤身逃窜，只有他“独留守财物，出入锋镝间，以计全之，平定后生息遂大，自是所往

无不如意，然君能知足，中年即归里家居课子，陶然自适也”。之后，他更是“平心率物，解纷济急，知君仁

也。其自置产业，上供考妣蒸尝，下赡兄弟侄辈，知君孝而慈也”。经商有成之后，黄锡时回到故乡乐善好

施。当他看到“文山有华圃，唐宋三贤旧迹”后，捐款数千金，亲自监督祠楼、讲堂、学舍和桥梁的建设。乾

隆三十年（1765）黄锡时病逝后，因其功绩，被“州司马援例加级，考赠朝议大夫，又以己封移赠祖考”。后

①《镌刘氏家谱募捐疏引》，见《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重辑编委会：《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排印本，2014年，第
153页。

②《序文》，泉州《黄龙吴氏族谱》，手抄本，第2页。
③《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2《征文》，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20页。
④《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2《征文》，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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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黄文川（涛）又嘱托专人，为其叔辈黄锡时撰写墓志铭并将相关事迹记载于《锦黄家谱》，以教诲晚辈。

黄氏家族正是通过文字将尚义崇德、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代代传承下来，家族人才辈出，形成良性

循环态势。黄氏还树立了良好的财富观，即“不善用者鍼藤锢闭而亡之，善用者好施乐予而存之”。他们

以古人的事迹为榜样，将造育后嗣作为当务之急，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兴旺的家族不仅表现为人丁兴旺，而且还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家风。黄氏晚辈以勤奋的学习赢得

长辈的颔首，黄文川（涛）与兄弟们同卧一榻，“鸡未号辄蹴其弟曰：起起讲，肄数年遂博通诸经史工诗及

古今文中。雍正甲辰科举人，赠公及见之，而文川亦以明经游国学，乾隆庚午隽京兆，辛未成进士，于时

君已官内阁中书舍人，于朝中书右内史，掌书王言。”①

明末清初世风倾颓之际，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劝励是向上风气延续的保证。黄氏成员注重培养子

孙，为家族日后兴旺创造了有益条件。《锦黄家谱》卷二《征文》述及：

顺治辛丑朝议徙沿海民，锦亦在徙中，家有三世柩未葬，祖母同赠公捐家产，携数百金扶柩往甫

山，依外氏，生伯父及先赠君羁居无赖，金且尽，赠公谓祖母曰：守此俱毙，吾其贩洋乎？然冒险存亡

未卜，倘死为我苦守二子幼者，必不汝负，盖知赠公能克家也，遂王吕宋，游宿雾，不数年而凶问果

至，时祖母年二十八，界禁开已，扶柩归里，闻讣怆不欲生，怜二孤无依，室庐坠废，辛勤粒积，棋功竭

蹶，数年方有宁宇，而戊午迁界之令又下，祖母尝谓诸孙曰：当初迁时，尔祖在不知苦，且喜得归依父

母，及再迁期令严，促家无可恃亲，独与弱息扶先柩搬什器，颠连往返，中见庐舍邱墟，家业荡析，一

步一坠泪也。······然自是家益落，赠君舌耕不给，伯父贩洋困而归，不耐苦又欲往，太宜人劝赠君

代一再往，而宜人已不幸矣。时长兄十岁，次九岁，三六岁，涛方三岁，祖母既痛悼宜人之孝义，夭折

也，而累累幼孙又牵衣揽裳，苦之如母。②

海禁导致闽南沿海地区民众几经辗转，黄氏之人或多有病亡，或远涉南洋。至回归故土时，屋舍倾废，家

道中落。虽然生活艰难困苦，黄文川（涛）仍在祖母哺育下逐渐成长。黄氏家族的女性面对艰苦环境，坚

持“家无满檐之金，何可无一经之子”的信念，延师教读，以纺织和鬻卖妆奁补充束脩，对家族中的读书人

给予资助，“数十年，饥有赈，寡有恤，科举有资尝”。这样的事迹确实能对后世产生很好的激励作用。

除了黄氏家族，闽南的其他大族也有着类似的事迹。时任浙江提督的陈伦炯母亲墓志铭中有“明末

海寇滋蔓，迁滨海居民徙灌口”，因为“凶饥寇乱相乘，米至石八千”。而陈伦炯母亲王氏却“日作糜半釜，

漉厚者饲子，次及女，自啜水浆，饥不可忍，则更急束腰带”。“方流离转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虽遇寇迫

险不释”。③陈伦炯的父亲陈昂字英士，“世居高浦，国初迁海滨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继没，以母寡，艰

生计，遂废书，贾海上，屡濒死。往来东西洋，尽识其风潮土俗，地形险易。康熙癸亥，上命浙闽总督姚启

圣经略台湾，遣靖海伯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公入见。时制府以水战宜乘上风，公独谓北风

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䑸，不若南风解散，可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将至澎湖，北风大厉，氛

雾冥冥。昼面不相觌。三日，军中恫疑。公进曰：‘此杀气也。将军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员倒行而逆

①《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2《征文》，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28页。
②《锦黄家谱》（著存堂藏版）卷2《征文》，乾隆己丑年春重刻本，第40页。
③ 何丙仲、吴鹤立编纂：《厦门墓志铭汇萃》，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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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乎?’将军曰：‘然，则吾誓天。’公手案以进，誓毕，风反日晖，遂克澎湖。归疾病痍伤者于台湾，其吏卒

大熹。郑氏遂归命，兵不血刃。策勋授苏州城守，一调再迁，而至碣石总兵官，擢广东副都统，皆滨海地

也。”①陈昂早年家贫，弃学从商，往来于外洋，因而熟知航海技术及沿海程途、土俗、地形险易，在清朝海

洋政策上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康熙二十一年(1682)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幕，参与机密，与施琅

颇为相契。次年攻占澎湖，奉施琅命出入东西洋，历经五年，访察郑氏遁匿之人，再建新功。后以功授游

击，晋封广东碣石总兵。陈伦炯的母亲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亦不忘守护好亡夫的木主，体现了家族女性时

常自愿作为亡夫的化身，成为家族脉络的守护者，并为家族崛起、重振含辛茹苦，竭尽全力。这些女性事

迹被记录在墓志铭中，亦是对家族先辈的崇高褒扬。

此外，泉州《刘氏大宗谱》撰写的宋代刘锜传记，安溪湖头李氏家谱中李光地拟定的家训，其目的无不

是以或虚或实的先世事迹来激励后人，并确立所属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和话语权。

泉州《刘氏大宗谱》强调本族始迁祖为刘锜，其记载：“始祖刘讳锜，字信叔，号重珍。先是河南汝宁光

州固始人也。唐天祐开平间，鼻祖显斋公不受梁命，避地入闽，居建安，又居莆阳，数传而生皇祖讳极，极公

生宋仁宗天圣九年辛未八月十五戌时，卒徽宗崇宁二年癸未八月廿七日未时，享年七十有三，举丈夫子二，

长即制置公锜也。公生而英发仪表修美，声如洪钟。高宗建炎初为泾原经略使，屡胜西夏，夏人儿啼，怖以

刘至。绍兴十年为东京留守，统八字军四万。”②该谱附录《宋太学生致政刘公妣太孺人合葬圹志》将刘氏入

闽描述得更为具体：“府君讳文聚，字公叔，别号致政。鼻祖显斋公发源于河南汝宁光州固始。唐季乾宁间

朱温革命，表授威武军节度使，王公审知为闽王，复表公为南海王，公拒不受伪命，乃改表宗人清海节度使

刘隐为之，公遂仝王公游宦至闽，分二子，居二安：仲子崇安公，数传而为宋太师忠显公韐；伯子建安公，数

传而为我皇祖极，极公举子二，长讳锜，重珍其号也。高宗绍兴间为江东浙西制置大使，建阃金陵，再传而

为曾祖，始乔迁于泉，纵观山海，遂卜筑于晋江东偏二十一都苌箕山之阳。”③这段记载告诉族人，刘锜的先

人与王审知同时入闽，是王审知的得力干将，播衍至崇安、建安，逐渐到了泉州，刘锜正是出身于建安的刘

氏后裔。但检索《宋史》，书中记载的却是“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今甘肃境内），泸州军节度使仲武第九

子也”④。泉州刘氏家族不惜张冠李戴，嫁接宋代名将事迹，究其原因是为凸显家族先世的荣耀。

李光地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致仕回到家乡，发现本族子弟中有人不安分守己，乃至染上赌博、偷

盗、械斗等诸多恶习。李光地有针对性地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家规族训，他告诫族人：“夫世无百年全盛之

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乎其人。”他还指出：“吾生七十年间，所阅乡帮旧家，朝著显籍者

多矣，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泽其可恃乎？”“他日成家之业，泽及后人，尔等阅世之久，

自知吾今日之言是亲爱之至，此时虽冒刻薄之名所不辞也。”⑤李光地对族人从严要求，是为永葆家族世

泽，保持惕励之心。李光地从自身经历出发提醒子孙，要戒骄戒躁。通过反面典型警示族人，产生的教

化效果显然更能打动人心。李光地还为湖头制定乡约，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奸贼屏息，狙侩失恃，工贾成

① 道光《厦门志》卷9《艺文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②《世牒》，见《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重辑编委会：《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排印本，2014年，第62页。
③《志铭附录》，见《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牒》重辑编委会：《温陵芝山刘氏大宗谱》，排印本，2014年，第216页。
④《宋史》卷366《刘锜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99页。
⑤〔清〕李光地：《榕树别集》卷5，清道光九年李维迪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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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风雨大和”的效果。

三、对家族世系的重新建构

闽南地区沿海外贸经济的发展，对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防卫均客观地需要建构更大规模的家族，有时

甚至超越纯粹的血缘纽带，出现诸多拟制现象，附会与冒籍均多有存在，族谱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泉州《董氏大成宗谱》载：“吾宗世谱，一失于元至元二公挈家下水之时，再失于明嘉靖倭乱，三失于

海上黄凯、林顺之宗掠，沧桑迭变，文献尽湮，由是统绪散失，而传世杳杳难明矣。”①经历了清初变乱的

董氏格外注重家族的凝聚，甚至不惜将天下董氏尽收其中。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促使家族成员彼此之间

相互劝励，向善向好。

《霞山陈氏家谱》载：“余族经康熙海氛，族多散离，有徙于泉郡，再徙于十三都塘仔乡者，有升平复界

而归耕于科任之厅前者，比乡相望，不过数十里，而杂乱参错，名号相袭，种种不可胜纪。……谱牒未正，

心每恙焉。”“吾祖经海氛兵锋，谱牒无存，是以徽音善行不传于族。”②在陈氏族人看来，族谱的散佚令家

族成员生出惴惴不安的心绪；反之，会营造出一幅井然有序的社会图景。

漳州府诏安县《杨氏族谱》载：“吾家杨氏……皇明时丁几千数，代有名人……明末不造，草寇窃发，

大清初起，海氛未平，昔之闾阎扑地者化为坵墟矣，昔之鸠宗聚族者化而星散矣。……慨自皇明鼎革海

氛变乱之时，父子兄弟相聚者少，离散者多；入城多致困毙，入山惟恐不深，又何有于族属哉？故今族谱

既失，其长次三房之先世……慎勿以其举一遗百而忽之，可乎！”③面对社会的动荡，谱牒的散失容易让

人失去依托，并产生漂泊不定的心理情绪。

兵燹引起的人口迁移与流离导致族谱的编纂形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家族成员的离散迫使远离故

土之人修纂房谱、支谱；另一方面，为了增强抵御外界风险能力，又容易形成“合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

于一人”的大宗谱，超越了纯粹血缘纽带的拟制宗族，族谱成了同姓的统谱、联谱。有些相距遥远的同姓

都可以字辈谱为线索，确定彼此间的辈分。动荡的沿海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形成以姓氏为联结的社会组

织，以应对官府的赋役摊派、外界的以强凌弱。

族谱中先辈的附会现象普遍存在，攀附名人成为一时之风尚，这些均出于谋求生计的现实考虑。李

光地是福建安溪人，却被汀州《李氏族谱》邀请撰写了一篇序言：

余巡抚山东时，有汀杭同宗兵部候推都司佥事友琦，因抵京谒选，便来署谒余。予见其气宇卓

荦，举止从容，知其渐磨于诗礼者已深也。复细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宰相纲公之后。予

既友琦为之同宗，又见其雍然儒雅，大可人意，遂留住数月，不离左右。次年，予左迁，友琦亦返梓，

自是相隔者数年。今岁孟秋七月，予仰邀皇上天恩，由吏部尚书协办，晋秩文华殿大学士。友琦不

①《重新族谱例》，见民国泉州《董氏大成宗谱》卷首，见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4年，第171页。

② 陈硕捷、陈克宪：《序》，见民国泉州《霞山陈氏家谱》，手抄本，1939年，第1页。
③《谱序》，诏安《清漳霞山杨氏族谱》不分卷，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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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数千里，挟其族人声卿、昆林等所编次儒溪李氏家谱副本来京请序于余。①

由此可见，宗法观念天然地具有外倾性，容易形成较为亲近的认同感。李光地和李友琦因为仕途上的相

遇，彼此同姓加上相互之间的欣赏，再将世系往古延伸，自然会产生“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亲切感来。这

样的勾连能调动族人的自豪感，增强族人的凝聚力，对王朝治理、社会稳定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而

受到王朝的倡导与社会积极有效的践行，成为天然耦合的社会凝聚机制。

显然这种跨地域同姓之间的通谱联宗需要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还离不开有信仰且热心人士的努力，

合情合理地构建起历史事实与文化观念相洽的文本。李光地讲述的道理源自传统的宗法理论，容易调

动族人们的推尊崇高意识，形成稳固的向心感。

而一些迁移者或出于战乱，或受到政策胁迫，起初并没有族谱。当经济条件好转，或功成名就之后，

修纂族谱的意愿就会萌生。由于家族资料缺失，外访、参照其他族谱成为修谱的常见途径。同安《李氏

族谱》显示：“吾家之谱，系自皇唐，衍于汀之上杭，先世盛德所传。……本族旧谱经鼎革后残缺失次，几

千百年……”经过访查，“乃晓然于吾水本之由来，自宋大六郎传至十八世而下为君汝、致仲，厘然朗析。

……即抄祥其世次，用冠于本谱之首”。②在追溯祖先的过程中，李氏一方面将本族与显赫人物相勾连，

一方面又凸显家族发展壮大的情境，从而构建起家族有德而广衍的繁荣图景。

福州《李氏支谱》中说：“吾李氏自海澄迁福州后，未有谱牒。吾祖长亨公承先志始修辑，且倡建家

庙，苦心采访，而世系乃详……十余年中两房子姓志繁衍，膺乡举游庠序不一其人，而在外者尤伙，重修

之举似不宜缓。……是役也，遍借近时寿州孙氏、余姚邵氏、嘉兴张氏各谱参酌而成。”③福州李氏追溯

家族历史时，发现先辈迁徙繁衍的线索。这对于编撰者而言，可彰显本家族世代延续的曲折与不易，参

照别的家族族谱，当也欲与普遍认可的时代大势相契合，让后代族人认识本家族在历史上的相应位置。

此外，平和陈氏家族的族谱是参阅永定《陈氏族谱》修订而成：“我族世系系前代所载，俱荒缈无凭，

虽奎于三月夜之力，寻其头绪，按其世次，比诸谱较为分明，而宁化铉公以上犹然忙渺，姑沿旧谱而已。

亦越己亥年，奎偶游于五更寮社，他先辈于永定县内陈氏家庙所载谱牒，首大蕣，次全温……世系详明，

无有遗漏，奎披阅之下，喜不自胜，亟录其一脉相传，而旁支不载，后之览者可无疑于荒渺矣。”④

联谱风气下无论是宗祧的互借，还是彼此的附会，往往能培养出归属感，滋生出荣耀情绪，转化为走

向新征程的无限动力，这样的客观效果对于社会稳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惠安《龙山骆氏族谱》显示，该家族最初落户惠安龙山时本来由主姓骆必腾和养男黄来保、杨成安和朱

长安四人组成。但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给予养男黄乾育“一旦骤富”的机会。从此，他

开始不满足于养男这样的名分，在万历年间动起了“出揭乱宗”的念头，他出资请人为他的先人杜撰墓志铭，

改作原有的《骆氏家谱》，将自己的先辈置于骆氏始迁祖骆必腾独子的前面，捏造自己的先辈为长子，名天

保，将骆必腾独子天佑列为次子。为了赢得骆氏族人的支持，黄乾育动用了重贿、拉拢和分化等手段。骆氏

族人中有人“受贿于叛仆，而假族谱以供其变”，还有人与之兄弟相称，昧心地承认其在骆氏的族属地位。当

① 汀州《李氏族谱》，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清〕李元升：《重修族谱序》，见同安兑山《李氏族谱》，乾隆二十二年本，第3页。
③〔清〕李宗言：《第二次修谱序》，见光绪《福州李氏支谱》，光绪二十二年本，第2页右。
④《序》，平和《芦溪陈氏宗谱》不分卷，手抄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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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乾育葬父之时，亦“往吊以金纸，后为颁志铭”。出现主家之人“反拜于养男之墓”这样的颠倒黑白现象。

黄氏养男利用其丰厚的经济实力，贿通官府和地方绅士，形成了黄氏本骆氏正支的文本样式，试图达到主宰

骆氏家族的目的。这一过分举动引起了大多数骆氏家族成员的不满。在骆日升的倡议下，骆氏族人与黄姓

养男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诉至官府。骆氏族人的《忿词》言辞锐利，直指黄乾育“乱宗”的不耻行为。

随后，骆氏族人团结起来，到黄乾育家阐明事实，“并带所刻主仆情由遍粘街坊，庶晋邑士大夫君子览

观者，亦得共愤而切齿之。”通过共同签名的方式，表示“倘嗜利忘义，甘心事仆，不敢出一言以相攻正者，皆

非我族类。生何面目入家庙，死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乎？自此以后摈而不齿。其向义出头之人，俱刻名字

列之主仆匾额，永挂祠宇，以垂不朽，使远代后裔得有考据，以定名分云”。该宗族确定“公议条款”有四：

（一）主仆混乱，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均出，如有恃顽

不出者，会众同取；

（二）首议之人非生端喜事，以前辈尊长不敢劳烦，故不得已而任其责，如或后日生端，报施首议

之人，族众誓约壮心共御，使后之向义者有所激励云；

（三）凡同宗子姓兄弟，既议之后，如再因财利之交而忘良贱之分者，查实会众鸣鼓而攻，以为后

之戒；

（四）举议正名系祖宗重事，如有倡为不必较以阻后生之行，此事得罪祖宗，永不许入家庙。①

可以看出，作为养男的黄氏最初对骆氏家族的成长壮大亦有贡献。且按照当地习俗，黄姓早已归入

骆姓，也可作为骆氏的传人。面对黄乾育的背叛，骆氏族人骆日升高举血缘纯正的旗帜，义正词严。上

述记载无不反映出许多家族并非完全建立在纯粹的血缘基础之上，体现了闽南地区不少家族发展过程

中的改姓与再重组的特征。

四、对传统礼仪的坚守与对王朝政策的呼应

各宗族修谱普遍将传统礼仪规范置于崇高地位，希望通过将家风与传统美德相连接，彰显家族成长

的正当性，激发族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或为家族树立正确价值观，激发族人光耀门楣的意志。

如《黄氏族谱·书族谱后序》中说：“谱贵能作，亦贵能修。今子亦作之，使后人不能续而修之，殆犹所

谓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几何不废前功乎？呜呼！诚孝者是言也。然此亦在乎子

孙贤否如何耳。如其贤也，则必生尊祖敬宗之心与保族宜家之念，而似续之心自不能已；如不贤也，必将

视之为故纸，虽耳提面命，犹不能省，而况蠹茧之陈言哉，此不能不属望于贤子孙也。为子孙者，苟能阅

遗漏追往迹，念前人之用心，服前人之明训，孜孜汲汲，以承其志，兢兢业业，以继其绪，时加修辑，以垂永

久，则广流益远，族属益亲，殆与良村山水相为始矣。”②

一个贤人辈出的家族往往能不断地续修家谱，源自其能够将先辈身上良好品行代代相传，并对后人

起到加以示范的作用。族谱修纂务必尊崇唯实原则，“人生有祖，必有祖所从出，顾不知而谓之者，诬其

① 泉州骆氏宗亲联谊会：惠安《龙山骆氏族谱·大事记》，排印本，2018年。
② 明万历三十年华葑良村（今属华安县）《黄氏族谱·书族谱后序》，良村黄氏是黄氏衍扩过程中的一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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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也，有征而弗信者，忘其祖也。诬与忘皆非仁孝之道，故遗不可不阙，有征不可不信也。”修谱可以确保

世系的清晰与准确，一旦遭遇兵燹、灾异、族谱遗失等情形，族谱的接续就要经历“俾世代清而昭穆明”的

过程。倘若“未得就正于有道，实未有当于心者”，族谱也难得到较好的传承。

从黄氏家族成员的书信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修纂族谱的心愿与意向。时任祁门知县的黄溥，告诫

家人修谱要“详略明备，读名号则子孙之音容若相欢接，读性行则子孙之贤否少长毕知，甚矣！吾宗与夫

汲汲于富贵利达者，为殊绝耳。今天下四海一君，九夷咸服，唯吾边方有未归向，潜炽甲兵，善者得以为

艰，恶者得以为意。早暮悬思，系于得失，恐宗戚骨肉，近于污染，不复振起。”这表明修谱是自觉对家族

建设负有一份责任，同时也希望通过修谱联宗，呼应王朝的秩序建设。

在关心家族建设之外，有些族谱还会记录下编修前后的王朝政策。清初，沿海百姓对于政府推行的严

厉海禁政策的反应也并非一味批判。譬如惠安峰尾《刘氏族谱》中记录了三篇记文，分别是《峰城记》《迁海

记》《展复记》。其中《峰城记》说：“人者，天子之所贵，而有毛之地无弗保也，故欲富则谋其富，欲寿则谋其

寿，俾之以生以长，保世滋大，奠厥攸居，呜呼至矣。”这里先阐述了一个王朝应该将民生放在最重要位置

的道理，力求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丰足。接着回顾了自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委命信国公汤和巡视登

莱、淮阳、吴越等滨海要地之后，沿海地区纷纷筑城备倭的历史。其中，仅惠安一县就筑了五座城，峰尾是

其中的一座，“初在烟墩山之南高阜处。规制狭小，设官弹压，只容防守人数，而未及乎民居也。迨隆庆壬

申，因倭陷惠邑后，巡检丁公乃议移拓大，环民居而尽城之，设四门，浚沟洫，泰和立永胜台于城隍，而题其

柱曰：‘万胜崇高隆保障，永全竣极懋平章。’故我族皆在其中。自是以来百年间，人烟辐辏，文物昌

炽。······其他三面临海，一面平衍，皆沙汗之区，非有深泉沃壤可以耕聚，然而食之毛者虽瘠必勤。”①这

就是所谓“滨海业海，亦不废农事，其俗性然也”②。滨海地区之人大多聚族而居且安分守己。他们业农事，

兼营合法合规的海利，维持基本生计。切实防范海盗侵扰是当地百姓的心愿，因为海氛不靖也常常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困扰。“大抵峰之人，多良善守法度，急租税，聚族千烟，虽有小忿，从无一人入县吏之门者，此邑

侯黄公彬匾之曰‘仁厚可风’矣，实录也。”《刘氏族谱》中说，这里虽土地贫瘠，但却人良俗敦，在长期的定居

生涯中，支系繁盛，已经形成了安土重迁、教化兴起的状态。但海盗盛行打破他们“世守海滨，长享太平之

福”的生活，刘氏族人对朝廷采取的迁界措施也深表理解，认为这是王朝谋求国家长治久安之举。族谱记

载了闽南百姓对清王朝海洋政策的态度是：“世治为诸商所集，世乱则盗船多泊，其为重地，固不专刘氏然

也。苟使建议者得因时完善，俾刘氏之子姓休养生息于无穷，又宁非体圣明播广被之德泽，于无物不获其

所也哉。”③

《迁海记》中说，安土而不必迁是乡土之人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初的迁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奉

行者往往不能“仰承德意，则所以绥民者反以厉民，民滋戚已”。海滨的百姓遭遇的不幸既有“罹于寇”的

情形，又有官府政策过于严苛的因素。当清朝建立以后，贼寇“到处抄掠，良民遭毒，奸民接济，故顺治辛

丑，朝廷始不得已允台臣苏纳海疏而迁海之令下矣。”刘氏族人认为，迁界措施下达后仅数日就予以实

① 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见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325页。
② 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见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324～326页。
③ 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见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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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百姓莫不慨叹：“沿海之民，何不幸若是耶！未迁而寇至，则以为引援，剿之兵，兵则以通接济之海，彼

抄此劫，互相荼毒。既迁而室庐焚毁矣，田业抛弃矣，且也安插无方，流离道路，饥寒困苦，作他山之鬼者

十而八九，此岂朝廷迁民之至意乎？殆仰承德意之未获其人也。”①作者说当年盘庚迁殷均有周密的宣

传和安顿措施，清初的迁界之所以引起民怨，主要是因为朝廷的旨意没有得到具体执行者积极的呼应，

他们将私利凌驾于民生之上，执行起来简单粗暴，引起老百姓的极大不满，也让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的

牺牲。

在《展复说》中，作者认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堪称“仰承德意”的积极践行者，因为他“目击迁民愁苦，首

陈复回之疏，极其惨切，天子可其奏。公遂布告中外，令迁民尽归故乡，老羸癃疾，咸愿食于界内。迨癸

亥秋，台湾尽平，民乃相继渐回，其贫而远不得归者，尚且过半。奈天心不佑，姚公遂于是年冬卒于官署。

后来官吏积弊仍然如故，藉旧逋、藉挪移、藉隐漏，种种需索，公行无忌，而复回残黎，复愁苦万端。今国

家升平百余年矣，民不生外事，我族人得以相安于吠亩衣食，以乐生送死。复孰知列圣之功德休养生息

于百年之深，而阃外重臣所绸缪缔造于拨乱反正之日哉”②。作者对能仰承圣意的姚启圣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而对姚启圣仓促病逝于任上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之情，对其后执行者再度偏离政策初衷深表担忧，

并期待着能有新的拨乱反正者出现。生活在沿海的刘氏家族，以自己的亲历亲见表达了对王朝面临被

动局面、推行临时性迁界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并阐述对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尽如人意的看法。

结语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家族谱牒的初修、重修、续修往往会不断掀起高潮，家族姓氏的变更、长幼、主

从次序的调整、成员行迹、墓志铭、行状等的撰写等，都与家族历史的书写与重构密不可分。

族谱编纂中，有关始迁祖的追溯常常会联系到历史上的显赫名人，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增强家族

成员的荣誉感和自信心，赢得在民间社会的权威地位。先辈的为官经历、经商成就都可能被口耳相传，

成为传承良好家风的素材。与此同时，族谱编纂常常是家族维系自身拥有产业的有效途径，族谱绘制家

族不动产，包括房产、店面、义庄、祠庙、地产乃至坟茔的地图，保存家族购进土地的契约文书，彰显家族

成员创业的艰辛，告诫后人应有谨守家业的责任心、奋发进取的上进心。而面对纷繁的亲属关系，族谱

编纂更是家族摆脱纠纷、重整旗鼓的一种努力。家族在联宗合谱的基础上会形成巨大的集体合力，但家

族间的不合也可以通过谱牒分立而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最终各自繁衍生息。此外，族谱中的文字内容作

为族内教化、励志乃至增强自豪感的重要资源，对引导族人乃至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稳定社会

秩序有着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戚裴诺

① 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见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326页。
② 惠安峰尾村《刘氏族谱》，见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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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a large language model arms race. This competition is not only re⁃
flected among enterprises, but also exists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 large lan⁃
guage models was born and received attention. As a phenomen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will bring security is⁃
sues in data and network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morals and ethics, publ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is re⁃
quires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and holographic security concept, manage and deal with various risks
comprehensively at the macro-view, medium-view and micro-view such as concepts and awareness, strategies
and scales,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so a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sovereign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velopment strategy; chatbot;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Diffusion of Form, the Reshaping of the Subject, and the Absence of Ontology:
Three Dimensions of Metaverse Art Criticism

Xu Jie
Abstract: Metaverse has become a media fact in the practice of art, and has changed the established concept

of art. Firstly, the metaverse brings the art to an all-writing discourse in the presence and forms a new form of mul⁃
timodal art. Secondly, the subject of the meta-universe moves from a single genius artist to "co-creators" of art in⁃
cluding "non-human subjects" under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blockchain. The real world is obscured by the
virtual world, the art ontology is in a state of absence, and the metaverse art goes to the "expressive" art type. The
virtualization of art ontology also brings new potentiality to art, and it restores the“digital aura”of digital art.

Keywords: metaverse；artistic form；subject reshaping；digital aura

Social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Fujian reg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nealog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ng Rigen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re was a lack of local records in official history be⁃

cause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Fujian region. The attitude towards blood purity in the genealogy, the
pursuit of family ancestor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clan deeds may all be rewritten object. More and more fami⁃
ly genealogies have been written, and joint genealogies and branch genealogies have also emerged. The impor⁃
tant resource of sense of pride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guiding the people of the clan and even the entire society
to establish good moral norms and stabilize social order.
Keywords: Qing dynasty; Minnan; social changes; genealogy reconstructi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Grass-roots Practice of Shanxi Towns in the Qing Dynasty
Bai Rujing, Zhang Junfeng

Abstrac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umerou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owns
in Shanxi region have posed important challenges to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are several official dis⁃
patch of auxiliary officials to control and manage publ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issues in some important towns,
as well as town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entered around prefectural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with brokerage and duty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network for towns manage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op to bottom. "Village communities" organization
was the core institution for the power operation of Shanxi tow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Shanxi; towns; administe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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